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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学校数年后，2017年 8月参加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 12天，可谓

是对智力和体力的一次挑战。近十年后，2008 年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上的激烈

的争吵，仿佛再次回到眼前。不同的是，参与者的学术兴趣更为广博，课程安排

也超越了明清历史的范畴。众多来自文学、哲学、考古、上古史、古文字领域的

青年学者，带来更大的文化冲击。在此之前完全难以想象，分组讨论中彼此理解

并进行有效交流的难度。 

 

此次研习营的课程及田野考察安排围绕“荆楚文化”展开，王汎森、王明珂两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天讲座的题目，分别是“明清两湖一带的思想活动”

和“盘瓠子孙记忆”。乍看上去讲的是具体的题目，但却带出本次研习营被反复

拿出来讨论的重要问题和方法：“流动”——荆楚文化内部差异性及地方性根源，

以及史料的文本分析方法。接下来的田野考察，钟祥元佑宫、明显陵，樊城米公

祠、山陕会馆，襄阳城，武当山玉虚宫、泰山庙，一路向鄂西北而行进。通过元

佑宫、米公祠、山陕会馆中的碑文、铭刻，明清时期地方人群随着战乱流离、地

方社会商业网络的流动性等问题逐步清晰的浮现出来，引发学员们激烈的讨论。

在郑振满等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现场读碑、抄碑的热情高涨，相信不分专业，

不少人都会留下“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习惯。回到武汉以后，“中研院”文

哲所的胡晓真老师用《荣美纪游》将大家带入另一种文本解读的语境中，武大的

杨国安老师则用自己在鄂东南地区的田野经验，展现了该地宗族社会明清以降的

状态。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截然不同的“地方性”就这样展现在学员们面前。 

 

研习营第二天来自台北故宫的邓淑萍老师以湖北出土的两周玉器为对象，讨

论了华东、华西两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类型在时空上如何彼此交替，及其对楚

地考古文化的影响。她与另一位讲师，武大考古学教授余西云当天的隔空对话，

将大家的思路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从武当山下来，在随州参观了擂

鼓墩曾侯乙墓地发掘遗址，听省考古所研究员叶家山遗址发掘领队黄凤春老师做

了“曾侯之谜”的报告，并进入整理库房近距离接触了叶家山发掘出土的青铜器。

回到武汉后，又听了余西云老师以陶鬲的为主要对象分析江汉地区考古文化谱系

演变的讲座。这些讲座在专业研究者眼中，自然充满了学术冲击力。但对像我这

样非专精于此的学者而言，由玉器、青铜以及陶鬲表现出的不同特性，思考背后

的社会阶层性问题，似乎更为有趣。 



 

同样存在阶层性，并引人深入思考的还有宗教问题。武当山的道教活动在明

清之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带着这个认识回到课堂；陈伟老师分析了楚简中的神

祇谱系，李丰懋、刘苑如两位老师分析了谶纬在刘宋、李唐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田野与文献仿佛都应证了郑振满老师那句“宗教是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然

而郑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举得的例子却是与宗族、商会等活动杂糅在一起的民

间宗教仪式活动。在王汎森老师讨论过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日常生活

中的仪式，不同参与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这次研习营正如这样一场仪式，我相信不同专业背景的参与者，会有不同的

感触与收获。对我自己而言，本来如鄂东南、鄂西北、鄂西南的地域差异这样的

问题，是无需思考背后根源的常识问题；所谓“荆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

个构建出来的概念。但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重新审视上述区域差异，就

不得不重新思考这种地域差异对区域内外城市功能、分布、规模，乃至文化的影

响。之前由社会经济史入手研究城市，总是极力避免碰触文化或其他类似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进入历史时期，文化是一个与考古学文化截然不同的概念，

不仅研究对象截然不同，而且不同地域、阶层的话语权问题也凸显了出来。然而，

先跳脱出史学研究的立场，将自己放在博物馆馆员的身份上思考如何解读与呈现

文化的问题；然后再回到史学研究的立场上：所谓文化分析，其实分析的还是背

后的承载者。而研习营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师生，之所以有兴趣一起研讨，也正在

于大家的学术兴趣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思想和行为上。 

 

做学问不容易，问学之路既孤寂又漫长。比起在研习中了解各专业不同的研

究方法、解决学术困惑、发掘新的学术问题，研习营更大的作用大概是让年轻的

求学者能够与同道接触交流：不自觉孤单，方能砥砺前行。 

 

最后要再次向组织、参与以及为此次活动付出辛劳的各位师长同仁、有关工

作人员，以及各资助机构，表示由衷的感谢。 


